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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研究背景与方法
高校纠纷是指产生于高校场域内的高校主体之间包括学
生与高校、学生与学生、教师与高校之间的综 合 纠 纷，其 中 生
校纠纷是近年来增长较快的一类纠纷。 围绕这类纠纷的研究
热点主要是学生与高校之间的教育纠纷解决机制［1］。 研究的主
要观点包括：基于现代教育学关于教育的“内在性事项”和“外
在性事项”的划分，对教育内容、方法等内在 性 事 项 国 家 完 全
不能介入，但可以介入教育设施、财政等外在 性 事 项，这 就 使
得对应的高校纠纷解决机制也应以国家公权力是否介入来划
分［2］。 国家公权力介入纠纷解决的机制主要包括司法救济和行
政救济。 其中，司法能动的理念①使得司法救济广泛地拓展到
了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［3］，并针对不同的类型化纠纷而配置两
种诉讼［4］，甚至可能因受教育权的宪法权利界定而援引到宪法
诉讼②；行政救济机制则主要体现为高等教育行政管理行为的
行政申诉、行政复议，如英国向特殊教育行政 裁 判 所 上 告、向
教育大臣提出法定申诉等制度［5］163。 高校的非司法解决机制范
围更广，特别是伴随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兴起以及“学术节
制原则”［6］301 和司法审查有限性观念［7］144 在教育领域的确立，强
调了大学校园内部治理机构的自治作用， 成为新兴的国际高
校纠纷解决潮流。 如我国某些地区的高校调解中心实践、印度
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古吉拉特邦的学院法庭、 美国的校园司法
和教育仲裁制度等等，其中最为简便的模式是协商调解制度，
而教育仲裁制度更是成为了备受推崇的制度［8］。
从功能主义法学的角度出发， 上述研究的中心在于从高
校纠纷解决的“外部视角”进行梳理，探讨在 纠 纷 外 建 构 出 能
够因应解纷需求的机制。 这种外部视角容易将外部观念强加
到纠纷解决的主体上， 从而造成解纷结果的强加而非主体诉
求的满足。 而现代纠纷解决理念则更关注当事人与纠纷解决
机制本身的接近， 甚至可以因此而松动 “司法权不容剥夺原
则”［9］174，令当事人自由选择最适合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。 为
此，需要植入纠纷当事人的内部视角，以消除上述外部解纷机
制在适用中可能造成的龃龉， 避免在方法论上陷入 Gluckman
（1969）与 Bohannan（1969）内外视角论辩的泥沼中［10］349-373。
遵循这一研究理路， 高校纠纷的系统解决应立足于充分
评估现行高校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整体情况。 笔者将以经验
驱动型社会科学实验方法为技术③，依托在福建某高校进行的
500 名高校学生调查问卷的数据，展开内卷于高校纠纷体系中
的当事人解纷偏好解析， 并从中归纳出高校纠纷解决若干构
成要素的建构逻辑。
二、高校纠纷解决机制的具体样态展开
（一）解纷机制选择
从 调 查 问 卷 中 学 生 对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的 认 知 情 况 分 析 可
知， 学 生 对 于 既 有 的 高 校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存 在 较 为 全 面 的 认
知④。 这反映了纠纷当事人对于救济渠道的知悉程度以及解纷
信息渠道对于他们来说是否畅通的情况。 协商模式作为最理
想的解纷机制，虽在程序正义的理念中处于“边 缘 地 带”，“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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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段去促进公平——即保护人的尊严。 能动主义的法官有义务为各种社会不公提供司法救济。 Christopher Wolfe. Judicial
Activism: Bulwark of Freedom or Precarious Security?［M］. Lanham MD: Rowman & Littlefield Publishers, 1997.
② 典型案如齐玉苓案，争议问题是对受教育权的保护是采用民法权利保护模式（如实际案件中的姓名权），还是循向宪法救济的
途径。 宋春雨.齐玉苓案宪法适用的法理思考——受教育权的性质与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的法律研究［N］.人民日报,2001-08-13
(理论版).
③ 美国著名社会学者 David Willer 和 Henry A. Walker 总结了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，把实验方法区分为经验
驱动型和理论驱动型。 前者是帮助研究者从实验现象中归纳出规律，后者是对抽象理论的实证验证。 ［美］戴维·威勒,亨利·沃
克.实验设计原理:社会科学理论验证的一种路径［M］.杜伟宇,孟 琦,译.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2010.
④ 对于高校纠纷解决机制，答卷者普遍熟悉私下协商方式，对于外部的公力救济途径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也有过半数的了解。
另外，对调解方式、学生社团介入解决以及行政申诉制度，也有一定比例的知悉。 这一调查与对照题“理想的纠纷解决机制”能
够互相印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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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真正符合负担/利益决定模式”，但其达成协议以促成“双
方当事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双向自愿”，能很好地承接人际
关系的互动［11］214，从而非常适于对生校纠纷的解决。 学生希望
学校能够设置专门解纷机构， 反映了他们对于解纷的两种诉
求：其一是希望将纠纷纳入到正规的解纷平台，以便更为直观
地在多元化解纷机制中进行选择， 避免复杂程序以及高昂解
纷成本；其二是避免一般解纷机制可能引发的生校不平等，以
专业机构促成纠纷解决的“职业服务”模式，从 而 通 过 职 业 服
务“增进个人之幸福”而非“决定人的福利”的目标取向［12］211-212，
减少纯粹依靠行政救济的官僚调查模式①繁琐的弊端。
依据棚濑孝雄关于纠纷解决处断性的轴向划分， 不同的
裁判者处断权会决定整个解纷机制的构造。 对高校纠纷解决
而言， 居于高校外部的法院系统往往会成为当事人选择的热
门②。 这说明具有无偏私的居中裁判者是一种符合学生自然正
义观念的直觉选择 ［12］，也说明在高校纠纷解决中，应当强化对
自然正义观念的维护，以居中性、公正性为前提的裁判要素是
不可或缺的。 另外， 教师和同学也是值得发掘的调解人力资
源。 能够获得学生们的青睐， 在于其与纠纷双方的熟识性特
点。 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教师和同学处于生校之间较为等距
的“关系距离”中③，具备作为调解人的居中优势；另 一 方 面 也
是因为熟识性而带来派系认同， 使得学生可以在同学校的解
纷中获得内生的安全感， 从而在一种 “热情的中立性社会结
构”中，实现具有某种治疗性解纷目的的双赢暗示④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从调查中发现，学生对于学生组织介入纠
纷解决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认同感。 虽然从社会控制的原理
分析， 作为组织性的学生社团比单一的学生个体更具有法律
的豁免性 ［13］110，可以免除学生与学校对抗可能的安全性担忧，
但对比于其学校社团角色， 更多学生可能还是认为其受到学
校的规制而不具有能被纳入同一派系的支持者⑤。
（二）解纷因素偏好
从纠纷解决的考虑因素来看， 学生们普遍认为同学之间
的评价以及可能因此支付的成本（包括机会成本）是解决纠纷
考虑较多的因素。 但从各个选项的选择率来看，这些因素的影
响力相当，平均才近 3 成的选择率证明学生在解决纠纷时，并
未顾及到选项因素， 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解纷
诉求［14］。 这一方面说明了学生可能更倾向于将高校内的纠纷
视为一种私人间的纷争而无须关照到外部关系（如同学评价、
人际关系和教师看法），具有较为强烈 的 自 我 规 制 心 态，从 而
如 德 国 学 者 指 出 的 “松 绑” 外 部 的 正 式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的 介
入 ［15］，而调查影响解纷因素中的“情绪考虑”诉 求 高 达 46%的
选择率，也印证了这种自我心态的显著性；另 一 方 面，几 个 选
项所隐含的社会评价以及程序便利性， 也应作为高校纠纷解
决主要的考量指标， 减缓因为解纷本身带给当事人潜在的不
利影响。
从主导纠纷解决的因素来看， 纠纷解决方式会根本性地
影响到纠纷解决本身并且不会受到纠纷类型的影响， 而具有
居中性质的外部裁判者和纠纷双方的沟通谈判能力， 也具有
类型上的兼容性。 这说明，采用具有良好沟通效果的协商方式
并导入居中的裁判力量， 能够较为充分地因应高校纠纷的解
决需求。 而学生们排斥外部正式机制（如行政申诉与诉讼⑥只
有很低的 8%与 6%选择率），表明学生们对正式程序的形式性
并没有足够的“亲近感”，反而可能因此心生对存在于生校“力
量不平等的当事人之间带来实质上的不平等”［16］ 的担忧。 另
外， 纠纷解决中的情绪性因素考虑会随着纠纷当事人的不同
派别性而呈现出明显的变化。 这种变化整体上随着纠纷当事
人的派别差异性的变化而显著降低 ［17］193-208。 同时，由于地位效
应的存在⑦，生校纠纷就被学生客观地调整为淡化主观性的情
绪考虑，而转向更具客观性的正式规范评价。 但在当事人属于
同 一 派 别 的 生 生 纠 纷 中， 情 绪 考 虑 则 被 放 在 了 首 要 的 地 位
（46%选择率），这突出了因隶属同一派别关系更为紧密的双方
更加重视主观感受， 并自觉地如布莱克所分析的减少法律适
用［14］47-59，仅有 29%的法律规范选择率，对比生校纠纷适用法律
的可能性降低了 62%。
（三）解纷规范取向
就一般的校内纠纷而言，从学生所选择的解纷规范来看，
走向了棚濑孝雄从“国民大文字法”转化为“国民小文字法”的
① 官僚模式属于纠问方式的事实探知模式，纠纷决定人承担了事实调查和裁判的责任，典型模式如行政复议和听证机制等。
② 在笔者进行的 500 名学生问卷调查中,遴选法院的学生比例高达 57.38%,说明具有更高法律素养的高校学生对于司法的认可。
③ 布莱克将其视为一种社会引力机制，依据对立双方与第三方之间的关系距离来识别，并通过关系距离的远近来判断第三方对
双方的态度。 Black Donald.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ight and Wrong［M］. San Diego, CA: Elsevier INC, 1998:126-127.
④ 热情的中立性社会结构，是指那种当第三方与双方同样亲近时，这种解纷的社会结构会产生对双方当事人的积极支持的行
为，从而鼓励双方结束对抗，消解争执，而不仅仅停留在给出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。 Black Donald.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ight
and Wrong［M］. San Diego,CA: Elsevier INC, 1998:134-135.
⑤ 实证研究支持了学生的这种担忧。 任何社会距离轻微的缩小，如一方与另一方事先有过接触或者交流，都能增进陌生人帮助
处于危难的当事人。 Black Donald.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ight and Wrong［M］. San Diego, CA: Elsevier INC, 1998:126.
⑥ 这一问题对应于问卷调查选项中的上级行政部门与法院机构。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选项设计，是为了避免同前述的纠纷解决机
制问题的类同，造成学生在具体选择过程中的误用或者思维定势。
⑦ 布莱克教授分析了地位或者社会声望会带来不同的派别支持者，从而影响到他们在具体纠纷解决中获得的外部帮助，社会声
望最高的人吸引到的支持最多。 对比于学校，学生自然在这一外部资源获得上有着不小的差距，选择正式规范进行独立评价
显然比强调情绪赢得支持的效果要明显。 Black Donald.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ight and Wrong［M］. San Diego, CA: Elsevier
INC, 1998:127-12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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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路①，即“在当事人之间展开公正平等的‘对论’，并通过这一
过程，使得双方当事人以现行立法这样一种‘大 文 字 的 法’为
参照， 依据双方合意情况逐步形成适合于解决双方目前所面
临的现实问题的具体规范， 引入了现行立法之外的其他社会
规范而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新的规范， 即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
成了更适合解决目前问题的‘小文字的法’”［18］118-135。 这一规范
合成的过程具有两大特征：一方面，当事人对于规范适用的起
点，强调了对于正式法律规范与正式校内制度 的“大 文 字 法”
偏好。 究其原因，大体与福柯所指出的全景敞视主义的一种逆
向运用是相关联的②： 作为意欲直接参与纠纷解决的学生，被
学校的“行政权力局势所制约，并成为这种权力局势的载体”，
而这种权力局势源于学生所受到公共机构内部行政属性的暗
示。 其机理在于德国教育行政法巨擘奥托迈尔指出的：“凡使
用公共设施者， 踏入公共机构即得服从——‘特别权力关系’
（机构权力），由此也必须遵守行政内部的机构命令。 ”［19］120 为
了在出现纠纷时能够获得这种“权力局势”对于自己做法的确
认，学生去回溯这种权力局势的法源就显得非常重要，其对正
式规范的依赖感也就比一般的社群个体显得更为强烈。 不同
纠纷类型的解纷规范也印证了这一判断： 涉及行政权的生校
纠纷在正式规范的诉求上， 就比纯粹的发生在同学之间的纠
纷，同比高出了 26%以上③。 另一方面，为了合成“更适合解决
问题”的“小文字法”，需要援引外部更多的其他社会规范。 调
研结果表明：学生自身的价值观、道德观以及 外 部 中 间 人、裁
判者的标准，都具有较为显著比例的援引率；特别是在涉及更
为复杂的生校纠纷时，教师和家长的建议也被作为资源植入，
更为多元化的规范取向， 也再次证明了学生对于重要纠纷解
决中形成“小文字法”的审慎与重视。
三、高校纠纷解决机制建构的逻辑维度
（一）底线逻辑：先于公力救 济 的 高 校 多 元 纠 纷 解 决 机 制
建构
现代高校纠纷，由于成因复杂且交织诸多情绪性事项，使
得其中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和利害关系多样化。 这对于传统的
单一纠纷解决范式提出了挑战，裁决不能再遵 循“非 黑 即 白”
的 僵 化 解 决 方 式， 而 应 当 取 向 于 更 具 灵 活 性 的 中 间 解 决 方
式［20］36-37。 混用多种纠纷方式，甚至是集约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
以寻求纠纷的彻底解决， 成为世界多元化纠纷解决趋势的潮
流［21］165-167。 强调高校纠纷的多元化解决，绝不仅仅是一个时髦
的法学理论的简单推演，而是根植于深厚的纠纷特性本身。 简
化程序、减低成本已成为高校纠纷解决的两大前提。 虽然公力
机制在规范程序上具有更为强烈的结果正当性， 但其繁琐复
杂的先天不足， 使得其对高校学生而言显得过于奢侈而难以
操作。 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其启动到程序运行，充分贯彻
了自治自律的现代解纷理念，能够通过预设的自治权范围，获
得对高校纠纷解决的规范性控制。 这对于游走在校园自治与
“内部行政行为”边界之间④的高校纠纷，具有良好的 兼 容 性，
能够适应于当事人对解纷自主权的需求， 并在一定程度上留
有制度空间去回应既有高校的行政管理体系。
从具体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来看， 应形成以合
意型和决定型为体系的解纷谱系。 合意型解纷谱系包括形成
合意是否以第三人参与为标准的、 当事人协商机制和调停型
合意解纷机制。 具体有当事人私下商谈、当面谈判这两种协商
机制以及第三方斡旋、居中调处等调停型合意解纷，其特点是
解纷结果仅取决于当事人双方意愿，需要取得“合意的二重获
得”［22］6，即使第三方介入也只具有参考性。 决定型解纷谱系可
以分为第三人的决定权限来源于当事人事前约定 （如仲裁型
解纷机制），或者是强行程序开始的解 纷 机 制（如 诉 讼 或 者 行
政处断）。
另外，多元化高校纠纷解决的逻辑，还在于不同解纷机制
之间的协同运用，即 “为了共同的目的或者结果，而进行不同
机制的联动（unity）行为”［23］359。 由于各个机制之间关于纠纷解
决的主体能力和裁判者权威性不同， 纠纷解决的具体方法亦
不同，两个甚至多个机制之间的互相作用，可以体现为不同模
式在个案中交替运用， 另一机制在一个机制中的局部运用等
等 ［24］199-200，从而集约不同解纷方式的优点，有针对性地对不同
类型的纠纷进行化解。
（二）角色逻辑：纠纷解决主 体 的 参 与 性 保 障 与 裁 判 位 置
设定
纠纷解决的主体的认同感，是构建正当解决机制的核心。
① 所谓的“国民大文字法”与“国民小文字法”，是日本学者棚濑孝雄基于法执行过程的流动性而提出的规范概念，前者是国家立
法的成文法，属于规范意义上的法典文本，后者是民众通过对法执行过程的参加，不断交涉而形成的“对于眼前具体问题有意
义的规范”。 社会的法秩序并不是仅由大文字法确立的，而是由无数小文字法通过竞争和共鸣来形成。 在此意义上，高校纠纷
的解决，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大文字法适用，而是糅合了学生参与所形成的无数小文字法的实践过程。 参见:［日］棚濑孝雄.纠纷
的解决与审判制度［M］.王亚新,译. 北京: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, 1994:118-135.
② 福柯创造了这样的一种概念，即通过一种建筑空间的设计，使得身处其中的主体（不仅仅是被囚禁者）身上造成有意识的和持
续的可见状态，使得他们本身是受监督者同时又了解自己被监督的状态，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。 通过明辨所（house
of certainty）鲜明的隔离和受观察窗口，使得身处其中的主体自我压制，成为外在权力可以轻松实现这种控制。 ［法］米歇尔·福
柯.规训与惩罚［M］.刘北成,杨远婴,译.上海:三联书店,2007:219-255.
③ 统计表明：选择法律法规高出 16 个百分点，而选择学生手册、规章制度高出了 6 个百分点；高出比例占生生纠纷的同类选择
的 26.1%与 27.6%，具有显著的统计学相似度和敏感度。
④ 这一观点源于德国学者拉邦德（Laband）的“主体封闭学说”，认为封闭主体产生出一种内部的特别权力关系，使高校能够直接
对纠纷施行内部管理。 关于这一原理的分析，参见：蔡震荣. 行政法理论与基本人权之保障［M］.台北：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,
1999:7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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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这种认同感，需要形成一种具有“共同决 定 处 理 不 满”的
交涉机制［25］5，而这源自于纠纷当事人的有效参与。 棚濑孝雄指
出： 该模式的核心是通过正当程序保障在当事人之间展开公
正平等的“对论”。 在对论过程中，双方当事人以现行立法这样
一种“大文字的法”为参照，依据双方合意的 情 况 逐 步 形 成 适
合于解决双方目前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具体规范。 这些具体
规范既可能是对现行立法的进一步阐释和深化， 也可能是引
入了现行立法之外的其他社会规范而丰富和发展起来的新的
规范，即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更适合解决目前问题的“小
文字的法”，依据这种由双方合意形成的“小文字的法”更能促
成复杂的情感性纠纷问题的最终解决。
同时，在这样的模式中，裁判者的义务将不再遵循传统司
法模式中严格适用现行法律的单纯裁判性义务， 而是凸显出
“回应义务”，强调依据双方的合意情况，适时地将双方在纠纷
解决的交涉过程中取得的“共识”逐步明确，帮 助 双 方 更 好 地
促成“小文字的法”的形成，以一种“创造性转化”的 方 式 使 裁
判的合法性基础既不完全脱离又不简 单 拘 泥 于 现 行 立 法，而
是适当吸收了现行立法之外的其他的“活 法”，从 而 融 合 非 调
解、仲裁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特点，形成纠纷解决的合力
机制［19］245-256，118-135，150-157。
另外，在解纷过程中，无论是自身内部纠纷还是与学校间
纠纷，学生倾向于呼吁外部的第三方力量的介入。 这验证了高
校纠纷解决裁判者的位置逻辑——中间性。 其设置的理论基
础在于，作为纠纷解决裁判者介入纠纷解决，相当于处于纠纷
的社会控制模型中。 借由布莱克教授亲密性理论，其反应为调
处人介入冲突的概率以及对双方所能施用的具体方法。 仅当
第三方与当事人间的亲密性基本相当时，才可能发生调处，否
则这种第三方的力量会表现成对更亲近一方的派别支持者 ［18］
200-201。 对生生纠纷而言，为了避免纠纷裁判者本身蜕变为拥有
立场的派别支持者，充分动员学院以及团委、学生会等学生能
够便利触及的机构作为纠纷解决者，具有较大的解纷优势。
当然， 我们需要注意这一 论 断 可 能 存 有 制 度 惯 性 障 碍。
1865 年 英 国 法 院 正 式 确 认 了“in loco Parentis”原 则 的 法 律 地
位，认为学校处于父母的地位来管理学生的，凡是父母所能行
使的管教权利，学校均可居于代替父母的地位来行使 ［26］241。 美
国 法 院 甚 至 在 1913 年 Gott v. Berea College （Ky. 376 1913,
Court of Appeals of Kentucky）一案中提出了这样一种界分的思
路：“学院主管当局主张， 关于他们的学生的身体和道德上的
福利及心智的训练，他们是处于代替父母的地位。 就该目的而
言， 我们不能看出为何他们不能制定任何命令或规划来管理
或改正他们的学生，而那是父母基于同一目的可以做的。 当他
们行使裁量权时，法院无意去干涉，除非这些命令或目的是违
法的或违反公共政策。 ”这会使得学校对于纠纷的介入存在一
种“家父情节”，强调积极介入性的纠纷解决方式来干预。 化解
这一家父惯性的制度设计逻辑，应衔接好高校角色的扮演，促
进高校从介入性角色转变为治疗性角色， 减少学校作为压服
者的形象，而转型为更具有中立性要素的交涉者和沟通者①。
（三）规范逻辑：纠纷解决的定式判定标准选择
规范作为高校纠纷解决的参考标准，具有重要意义。 除了
本身决定了最终解纷结果的正当性之外， 规范还能通过其合
理性给予裁判者更多斡旋空间。 从前述实证数据可看出，学生
对正式的法律规范具有较为强烈的援引偏好， 这与他们作为
高层次受教育者的身份诉求是吻合的［14］78-79。 因此，妥善解决高
校纠纷的前提，应是先行构建完备的规范，重点明晰学生权利
义务和高校管理权限的界定，以形成有效的解纷规范秩序。
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因为学校与学生的组织性不同，适
用于他们的法律数量本身也会有所不同。 布莱克认为法律存
在组织性的方向， 指向如学生的低组织性的法律多于指向如
学校的高组织性的法律；并且这种法律数量的变化，会影响到
正式的纠纷解决的启动， 使得学校向学生个人提出的处理会
高于学生向学校提出的起诉， 并且纠纷本身处理的结果也会
更加有可能偏向具有组织性的学校②。 以《高等教育法》为例，
其第六章对学生进行了规定， 但整章 7 条规定仅有一条是关
于学生助学奖学的权利性规范以及一条设定高校提供就业的
服务义务，其他的附设权利性条款，都是在强调学生义务的基
础上而获得的一种兜底性的原则保护③。 而关于高校本身的规
定， 除了在面向更具组织性的行政管理部门履行依法设立的
义务之外，基本上都是高校的赋权性条款，以及面向高等学校
教师和招生等具体行政事务的管理权限设定。
因此，高校纠纷解决的规范选择逻辑，在于如何有效地配
置 面 向 学 生 的 义 务 规 范 以 及 面 向 高 校 的 权 利 规 范 的 数 量 比
例。 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，美国高校主要采用的是能动的校园
① 布莱克认为依据类型学的分析，第三方介入的性质包括支持角色和调处角色两种，并依据派别性程度和权威性程度有所变
化。 其中压服者是最强的权威，但效果不好，而支持者淡化派别色彩，能够更为有效地扮演超出这些类型角色的治疗者。 ［美］
唐纳德·布莱克.正义的纯粹社会学［M］.徐 昕,田 璐,译.杭州:浙江人民出版社,2009:97-98.
② 实证分析支持了这个判定，在现代美国，民事诉讼中约有一半的原告是组织，而 2/3 的被告是个人；而在大工会同小工会的仲
裁案件中，大工会获胜的概率有 3/4。 Wanner Craig. The Public Ordering of Private Relations, Part one: Initiating Civil Cases in
Urban Trail Courts［J］.Law and Society Review, 1974(08): 423-437. Evan William, Power M. Barging and Law: a Preliminary
Analysis of Labor Arbitration Cases［J］. Social Problem, 1959(07):4-15.
③ 如第 53 条第 2 款规定“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，受法律保护”，但其前提是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，遵守学生
行为规范和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。 第 54 条第二款“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，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”，但第一款优先强调了
“高等学校的学生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学费”。第 57 条规定了 “高等学校的学生，可以在校内组织学生团体” ，但同时“学生
团体在法律、法规规定的范围内活动，服从学校的领导和管理”。 唯一直接为高校设定明确义务的条款是第 59 条：“高等学校
应当为毕业生、结业生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。 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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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模式①，通过包括学生法官在内的学生司法审判机构对于
学校正式规章的解释，乃至于先例判决的援引和习惯做法，以
此来充分回应学生们在高校纠纷中的具体诉求， 从而减少单
向性的对学生的规范设置。 这一做法的好处是，通过自治型司
法的能动调整， 克服了立法本身对于不同类型当事人过于集
中的设定定势，具有不涉及立法调整的简洁方便的优点。 但其
不足之处在于， 需要一个非常强势的学生自治组织和拥有完
全独立品格且能够有效抗衡学校行政 力 量 的 学 生 裁 判 群 体，
而目前我国高校学生的整体素质尚难以达到这一标准； 而且
缺乏大学自治②传统的校园氛围也很 难 支 撑 这 一 制 度 的 具 体
落实。 因此，可以考虑整合一些外部的中间力量来对校园纠纷
的规范进行有效补充，比如通过家长会参与解纷的轨道等，在
规范补全意义上为高校解纷植入更为充分完整的社会资源。
（陈慰星，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后 流 动 站 研 究 人 员、华 侨
大学法学院副 教 授，福 建 厦 门 361005；钟 伟 丽，华 侨 大 学 法
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副研究员，福建泉州 36202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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